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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刻影

响组织的各个方面, 对员工的幸福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和员工幸福感的相关文

献, 阐述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和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测量方式, 进一步考察人工智能在组织中

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提出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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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已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前,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也得到应用, 且

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人工智能对个体、 企业、 国家等不同参与主体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它覆盖了各种活动和概念, 包括使用多种软件和算法支持或执行以前需要人类认知能力才

能实现的任务 (Huang
 

et
 

al., 2019)。 商业应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在组织中存在的鲜明主题词, 组织以此

开发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产品和服务来提升自身的效能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为组织的发展

带来了机遇和动力, 比如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 优化组织决策、 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等, 同时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冲击, 比如引发新的管理伦理问题等 (徐鹏和徐向艺, 2020)。

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下, 员工的心理状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郭娟等 (2021) 通过研究人工智

能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 分析了其对员工心理整体状况的影响。 在员工的心理状态中, 幸福感作为衡量员

工健康和组织和谐的关键指标, 因其对个人效益和组织绩效有所贡献而备受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关注。 先前

的研究主要是探讨组织或工作层面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员工幸福感对绩效的影响。 然而, 关于人工智

能在组织中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产生影响的研究却不多见。 在组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一个大趋势的背

景下, 这类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明确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有助于组织制定相应的策略

来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发挥积极作用, 并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幸福感或者降低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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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 为此, 本文在梳理人工智能和员工幸福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幸

福感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以期为组织管理者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并致

力于推动研究者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促进新理论的提出以及理论

与实践的融合。

二、 人工智能的概念及应用

(一) 人工智能的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 图灵提出了与人工智能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相关的设想。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

最早是由麦卡赛、 明斯基、 罗切斯特、 申农等科学家于 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上讨论提出的, 人工智能领域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自此之后, 学者们开始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进行研

究。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也形成了不同的解释。 表 1 展示了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的

定义。

表 1　 人工智能的概念

学者 年份 观点

明斯基 (Minsky) 1961 人工智能是一门利用机器去实现原本需要人的智慧才能完成的事情的科学

郭燕慧等 2003 人工智能分为符号智能和计算智能, 两者求解问题的方式不同。 符号智能是基于知识进行推理的

传统人工智能, 计算智能是基于数据建立联系的人工智能

明 (Min) 2010 人工智能是一种 “思维机器”, 它可以模仿、 学习和替代人类的智力

洪保 2015 人工智能是沿用人类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将人类原本的智慧和思维模式作为原型, 最终实现机器

的智能化发展

周志敏和纪爱华 2017 人工智能是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它的主要功能是探索并开发可以模拟、 拓展和深化人类智能的理

论、 方法、 技术及相关应用系统

亨莱因和卡普兰

(Haenlein
 

&
 

Kaplan)

2019 人工智能具有 “系统” 的能力, 它可以正确解读外界信息并从中学习, 利用灵活性完成特定的

任务

谷生然和郭燕 2022 人工智能的现存状态是弱人工智能, 是一种在特定领域超越人的认知能力并且能够执行人所赋予

的特定任务的机器智能

虽然学术界对人工智能有不同的概念表述, 但从以往的文献中可以认识到人工智能的一些特点。 首先,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去完成特定的工作, 甚至是人类不能完成的事情。 其次, 人工智能高度依赖数据,

在应用时需要海量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最后, 人工智能是一种系统智能, 在各应用场景中基于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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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算法实现自主学习与决策。

(二)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 尤其是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技术, 已经嵌入组织的各个角落并成为组织运行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它对组织影响的深刻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组织的办公自动

化、 生产自动化、 智能服务、 决策支持、 知识管理等领域 (张广胜和杨春荻, 2020)。 布蒂奇等 ( Butticè
 

et
 

al. , 2020) 指出, 许多企业正在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组织变革, 运用数字技术来改变产业结构

和行业格局。 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组织生产、 运营的效率性和必要性也在多数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Baryannis
 

et
 

al. , 2019; Wilson
 

&
 

Daugherty, 2018)。

办公自动化是常见的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体现。 沈港 (2021) 指出, 以自动化机器人作为企业的

虚拟劳动力, 辅助甚至替代了员工去完成部分冗杂、 重复的工作, 使员工将精力投入高附加值的工作中,

并且使组织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效益。 一些自动化办公软件在组织中得到了应用。 尤其是对于远程办公

而言, 自动化办公软件营造了便利和快捷的网络办公环境, 能够实现多人线上协同办公, 为组织的经营和

管理工作提供了保障 (程明霞, 2022)。

斯特罗迈尔和皮亚扎 (Strohmeier
 

&
 

Piazza, 2015)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帮助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程, 包括员工雇佣到绩效评价再到解聘的各个环节。 例如,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在招聘环节引入了一项名为沃森招聘 ( Watson
 

Recruitment) 的应用程序,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为不

同的工作岗位推荐最佳候选人。 王凯霞 (2020) 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有效地协

助组织进行员工资料归档、 工作分析等业务, 从而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

赫希 (Hirsch, 2018) 的研究表明,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潜在的信誉风险管理手段。 一方面, 利用机

器学习技术对员工的电子邮件进行实时分析, 以便在发现异常行为时对其进行预警; 另一方面, 利用算法

博弈理论对商业决策进行压力测试, 从而判断在商业决策中是否存在引发欺诈行为的不正当动机。

目前也有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组织决策方面的应用。 帕里 (Parry, 2016) 认为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到组织决策中, 可以提高决策效率、 降低决策成本。 马赫鲁夫 (Mahroof, 2019)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机

器阅读和计算机视觉提取人类的知识, 完成自我学习, 从而对组织内部的复杂管理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

段等人 (Duan
 

et
 

al. , 2019)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或替代战略、 战术和执行类的决策。 什雷斯塔等

(Shrestha
 

et
 

al. , 2019) 论述了组织内部的决策将完全由 AI 替代的情况, 以及应该采取 AI 与人类共同决

策的混合模式的情形。 董帅等 (2021)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些实用工具, 辅助决策者克服模棱两可的

情况并解决冲突的各方需求。

综上所述,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组织的青睐, 在组织中的应用正在迅速扩展,

并逐渐渗入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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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测量

(一) 员工幸福感的定义

员工幸福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主观感受, 也是员工普遍的追求。 学术界对于员工幸福感的定义并没有

取得一致的结论。 沃尔 (Warr, 1987) 率先将员工幸福感引入组织工作领域, 认为员工幸福感是员工对工

作经历和职能的综合评估且具有领域专有属性。 迪纳等 (Diener
 

et
 

al. , 2003) 认为员工幸福感是个体即时

的工作体验和认知评价的综合感受。 张兴贵等 (2012) 从快乐论和实现论视角来界定员工幸福感: 在快乐

论视角下的员工幸福感是在工作层面上员工的满意度和情绪体验, 在实现论视角下的员工幸福感是指员工

在实现个人价值或从事有意义活动后的感受。 朱月乔和周祖城 (2020) 认为员工幸福感与其所从事的工作

密切相关且不能完全用一般性的幸福感代替。 章丹等 (2022) 认为员工幸福感是指企业员工对工作和生活

的满意度以及心理体验的一种综合性评价。 黄世英子等 (2022) 认为员工幸福感来源于个体对工作环境的

体验和认知, 产生于个体与环境、 个人的交互过程。

综上所述, 不同的学者对员工幸福感的解释不同。 随着研究的深入, 员工幸福感的内涵也逐渐得到了

拓展。 组织管理者需要正确把握员工幸福感的内涵, 不能局限在单维的概念里。

(二) 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探讨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 从现有研究看, 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因素可以分为三个

层面, 包括个体层面、 领导层面和组织层面。

1. 个体层面

在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个体层面,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员工个体的特质 (如人格、 情绪智力、 自我效

能感、 专业素养等)、 员工个体的自发行为 (如工作重塑行为), 以及员工个体的客观属性 (如年龄、 性别

等), 并且多数研究着重探讨的是这些因素对员工幸福感的积极影响。

2. 领导层面

在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领导层面,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领导行为、 领导风格、 领导-成员关系 (或主

管-下属关系) 等方面。 部分研究同时探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如埃纳森等 (Einarsen
 

et
 

al. , 2007) 将

两类相反的领导行为进行对比分析, 分别证明其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3. 组织层面

在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组织层面,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组织变革、 组织文化、 组织氛围、 组织支持感

等方面, 并且具体到不同类别或维度进行讨论。 例如, 奥邦纳和哈里斯 (Ogbonna
 

&
 

Harris, 2000) 研究发

现, 不同类型的组织文化会对员工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

现有研究探讨的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归纳如表 2 所示。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 关于个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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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具体到年龄、 性别这些个体特征方面, 研究比较细致且广泛。 在领导层面, 围绕

各类领导风格来探讨其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多。 在组织层面, 组织变革这一影响因素讨论较多。

同时, 有关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相关影响。

表 2　 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类别 影响因素 观点 相关文献

个体层面 尽责型人格、 外倾型

人格

尽责型人格的员工会更容易获得领导与同事的认可, 因而具有较

高的员工幸福感; 外倾型人格的员工更容易受到工作场所中积极

事件的影响且积极情绪的易感性更高, 从而有更高的员工幸福感

拉斯汀和拉森 ( Rusting
 

&
 

Larsen,

1997); 巴里克和芒特 ( Barrick
 

&
 

Mount, 1991)

情绪智力 拥有高情绪智力的员工更容易与别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

能在工作中敏锐地感受到积极情感, 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因而幸福感更高

舒特等 (Schutte
 

et
 

al. , 2001)

年龄、 性别 26~ 40 岁的人幸福感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 即年龄会影响幸福

感; 男性员工的幸福感水平高于女性

西尔塔罗皮等 ( Siltaloppi
 

et
 

al. ,

2009); 拉姆等 (Lam
 

et
 

al. , 2001)

工作重塑行为 员工可以通过工作重塑行为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 范登霍伊维尔等 ( van
 

den
 

Heuvel
 

et
 

al. , 2015)

自我 效 能 感、 专 业

素养

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能够体验到更高的工作幸福感; 高专业素

养的员工可以在日常工作中从容地应对各项难题并且高效完成

任务, 从而具有高幸福感

方阳 春 等 ( 2022 ); 刘 长 在 等

(2020)

领导层面 领导行为 诸如信任、 授权等领导行为有助于提升员工幸福感, 而像粗鲁、

不尊重等破坏性的领导行为会降低员工幸福感

埃纳森等 (Einarsen
 

et
 

al. , 2007)

领导风格 变革型领导、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参与型领

导对员工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

彭坚等 (2021); 郑晓明和王倩倩

(2016); 刘璐等 (2013)

主管-下属关系 高质量主管-下属关系有助于提高员工幸福感; 主管-下属匹配

关系对员工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主管-下属交换关系在其中起到

中介作用

张征 ( 2016 ); 格 斯 特 纳 和 戴

(Gerstner
 

&
 

Day, 1997)

组织层面 组织变革 组织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员工带来压力, 进而导致员工幸福

感降低; 缩减组织规模、 变更任务分配等组织变化会引起员工

压力增加、 睡眠质量降低等消极反应, 从而影响员工的幸福感;

组织通过制定恰当的措施使员工获得高成就感, 有助于增强员

工幸福感

祝春霞和刘云丽 ( 2013); 格罗布

尔和凯克兰德 ( Greubel
 

&
 

Keck-

lund, 2011); 麦克休 ( McHugh,

1997)

组织文化 创新型组织文化和团队型组织文化对提升员工幸福感水平有正

向影响; 而结果导向型组织文化过于看重硬性指标且缺乏对员

工的关怀, 有碍员工幸福感提升

奥邦纳和哈里斯 ( Ogbonna
 

&
 

Har-

ri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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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类别 影响因素 观点 相关文献

组织层面 组织氛围 组织氛围在角色、 工作、 领导、 群体和组织五个维度上均与员

工幸福感正相关

帕克等 (Parker
 

et
 

al. , 2003)

组织支持感 组织支持感在工作倦怠对员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中发挥缓冲作用 章丹等 (2022)

(三) 员工幸福感的测量

现有研究中, 对于员工幸福感的测量主要是采用量表的形式, 通过向参与者发放问卷让其对各题项进

行打分, 并且大多数测量量表采用自我评价法或自陈报告法, 即让员工根据自身认知对幸福感进行自评。

不同的测量量表有不同的测量维度, 题项数量也各不相同。 范卡特威克等 ( Van
 

Katwyk
 

et
 

al. , 2000) 开

发了工作相关情感幸福量表 (JAWS), 涉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 共有 30 个题项, 如 “我的工

作让我感到激动” “我的工作让我感到愉快” 等。 近年来, 中国关于员工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大多选择了郑

晓明和王倩倩 (2015) 编制的员工幸福感量表, 包含生活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和员工心理幸福感三个维

度, 共有 18 个测量题项, 如 “总体来说, 我对我从事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我对我具体的工作内容感到

基本满意” 等。 佩奇和韦拉-布罗德里克 ( Page
 

&
 

Vella-Brodrick, 2009) 用工作满意度、 工作胜任感、 工

作抱负、 工作认可感、 生活满意度等维度来衡量员工的幸福感。 费希尔 ( Fisher, 2010) 认为员工幸福感

应该从暂时层面、 个体层面和单元层面进行测量。 黄亮 (2014) 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提出了员工工

作幸福感的四维度测量模型, 包括情绪幸福感、 认知幸福感、 职业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有学者认为员工个体在填写量表、 评估自身各个维度的情况时会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 尤其是消

极情绪, 因此应该采用知情者 / 观察者报告法进行测量 (许龙
 

等, 2017)。 例如, 可以让对员工熟悉的人或

者受过特殊训练的观察者通过提供有关员工相关的行为信息来报告员工的幸福感。 埃克曼和弗里森 ( Ek-

man
  

&
 

Friesen, 1978) 基于心理学和生物学开发了一套面部动作编码系统 (FACS), 通过识别员工的面部

肌肉动作来判断他们的情绪, 从侧面反映员工幸福感。 也有部分研究采用生理指标衡量幸福感, 利用心率、

血压、 体温、 呼吸频率、 心动加速率等来判断情绪类型。 但这种方法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可靠性

较低 (奚恺元
  

等, 2008)。 相比于自我评价或自陈报告测量方法, 这两种方法较为客观, 但成本也较高。

自我评价或自陈报告法是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测量方法, 但在测量过程中, 如何降低员工对真实想法的

隐藏程度从而获得更真实的数据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

四、 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人工智能已经在组织的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并且未来组织也会不断地扩展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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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 人工智能在组织不同方面的应用, 会对员工幸福感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 结合以往的研究来看,

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促使了一些新岗位的产生, 如 AI 测试员、 AI 工程技术师等。 郭娟等 (2021)

认为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应会给员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失业带来的恐惧, 有利

于提高员工的心理幸福感。

从人工智能被用来优化劳动力这方面的应用来看, 当人工智能在组织中被用于辅助或者替代员工去完

成冗杂、 重复的工作时, 会使员工的精力投入更高价值的工作中, 这不仅能够提升组织效益, 而且会让员

工获得更高的成就感, 从而使其幸福感得到提升 (沈港, 2021; 李燕萍和徐嘉, 2014)。 李晓华和李纪珍

(2023) 认为, 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过程中, 组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海量数据中搜寻、 获取有价值的数

据, 并进一步整合、 分析和运用这些数据, 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减少了用人处理大量简单重复的劳

动, 提升了相关员工的幸福感。 谭斌 (2022) 认为, 以员工为中心打造多场景服务数字助手能够提升员工

的幸福感。 数字助手也可以被称为员工的 “数字同事” , 组织将其引入工作场所, 既促使人类员工与

“数字同事” 进行整合式学习, 又可以让员工从重复性劳作或危险性程度高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更多地

专注于意义程度高、 创造性强和更为自由有趣的工作, 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潜能与内在动机, 随之产生成

就幸福感。

宋瑶等 (2013) 认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管理定制化使员工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满足, 促进了幸福

感的提升。 靳浩等 (2022) 认为在薪酬管理环节, 与传统的薪酬设计相比, 组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其员

工制定个性化的薪酬方案, 可以更加精确地满足员工对薪酬的期待。 周博 (2021) 认为在职业生涯管理方

面,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员工的职业经验、 过往绩效表现和职业发展期望等信息展开客观的分析, 从而提

出科学的、 个性化的职业发展建议。 在绩效管理环节, 组织引入 AI 教练为员工进行绩效评估, 并基于员工

的大量绩效数据为其提供个性化反馈 (黄世英子
 

等, 2022)。 由以上措施可以发现,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满足了员工的个性化需求, 使员工感受到组织对其的重视和关怀, 促使员工幸福感的提升。

(二) 消极影响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得到应用, 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会替代一些岗位, 即人工智能的出现让这些岗位

不再需要人类员工。 张等人 (Zhang
 

et
 

al. , 2019) 基于资源依存理论发现人工智能对岗位的替代效应会对

员工在组织中的生存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会导致员工心理资源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会产生消极、

退缩、 逆反的心态和行为, 其心理幸福感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陈晨 (2021) 认为如果组织积极探索人工

智能技术去替代劳动力, 会让员工认为自己被低估, 没有受到重视, 这可能会降低员工的幸福感, 甚至使

员工产生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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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在组织中受到重视并得到广泛应用时, 姚凯 (2008) 认为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过人能力会

让员工感到恐惧和担忧,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越来越不自信且自我效能感变低。 低自我效能感会使员工产生

焦虑, 对员工的幸福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符道铭 (2022) 发现许多从事基础工作的员工会贬低自身价

值, 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完成一些重复机械的工作, 必然会被那些高效率、 低成本的机器所取代。 对这类员

工而言, 他们会时常焦虑甚至怀疑自身能力, 其幸福感会随之降低。

赵志耘等 (2021) 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帮助组织掌握有关员工行为细节和员工工作进展信息的同时,

会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员工的隐私信息, 容易引起员工的反感与反抗。 受此影响, 员工的工作体验感、 工作

满意度以及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 线上办公软件的应用虽然创造了一个便利的网络办公环境, 但是黄世英

子等 (2022) 认为这些软件的出现可以让员工在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点工作, 对员工生活领域造成了全方

位的侵蚀, 变相挤压了员工的休息时间, 可能会导致员工幸福感的降低。

综上所述,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有双重影响。 基于岗位创造、 劳动力优化、 管理定

制化等方面的应用会对员工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而在人工智能的岗位替代效应方面或者组织过度应用人

工智能时, 会对员工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五、 总结与展望

(一) 总结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 人工智能可以助力组织降本增效, 对

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但组织应用人工智能也会对员工幸福感产生双重影响。 员工幸福感对个人效益

和组织绩效有重要意义, 即提升员工幸福感不仅可以使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而且会使员工工作能力得

到提升, 能够达到组织与员工共赢的目的。 因此, 组织应该重视并认真考虑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增

强其对员工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以及降低其对员工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这类问题。

组织应该正确看待人工智能。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不能只看到应用人工智能带来的 “利”, 要从更

全面的角度去认识人工智能的影响, 注重员工心理状态的变化,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去缓解员工的负面情绪。

例如, 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使得部分员工看低自己、 怀疑自己, 组织应当对此保持敏感, 及时发现问题,

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员工鼓励。 对于员工自身而言, 可以在了解人工智能的同时, 不断学习新知识,

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 以应对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岗位替代效应。

(二) 展望

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幸福感影响的相关文献, 可知现有研究存在部分局限性, 可以在未来研

究中进一步探讨。

首先,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组织管理、 就业的影响, 却很少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员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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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关联。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 探索人工智能对员工其他

心理状态或者工作行为的影响。

其次, 探讨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幸福感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 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如何

对员工幸福感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强度的大小受何种因素的调节, 还有待于探索和发现。

最后, 未来可以探讨当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后, 如何在保证不损害组织原有效

益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降低这种消极影响。

总之, 人工智能的应用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应重视其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组织应

该发挥主体责任, 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员工幸福感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注重员工幸福感

的提升, 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情景下实现组织和员工的双赢, 达到组织绩效和员工绩效的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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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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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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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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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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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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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rtain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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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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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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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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